
2.5g；仝小林测得30枚大枣（产地为河北）的重量为
120g［13］，即一枚大枣的平均重量为4g；畅达分别测
得30、25、15、12、10、6、5、4枚大枣（产地未注明） 的
重量，其结果分别为105、87、52、42、35、21、17、
14g［14］，平均一枚大枣重量为3.5g。鉴于柯雪帆与仝
小林所测得数据差别较大，我们认为，若能测得张仲
景当年行医地区大枣的重量，或许更具有代表意义。
实测南阳当地产大枣的重量，随机多次测取36枚大
枣的平均重量为126g，即平均一枚大枣重量为3.5g。
那么十二枚大枣的重量应为42g，根据大枣十二枚为
三两的推断，可换算出经方一两相当于今之14g 左
右。
5 小结

我们测算结果是经方一两合今之14g 左右，与
朱晟根据《汉书》“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
铢为两，十六两为斤”的记载，且通过实测黍重法所
得到的结果较为接近，其结果为汉时一两等于今之
14.232g［15］；与刘复根据新莽嘉量所测得的数据（一
两等于14.1666g） 较为一致［16］；同时与丘光明根据
考古实物佐证和史料记载所考证的东汉一斤合今之

222g，即一两合今之13.875g［17］数据较为接近。这些
数据的相对一致性证实了前述相关推测的可能性，
证实了根据桂枝汤方义推算经方剂量的合理性。 同
时，它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在经方剂量诸学术
观点中，大剂量组数据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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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伯雄的“和缓醇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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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费伯雄博学通儒，医术精湛，人称其以名士为名医者，推崇李东垣温补脾胃、朱丹溪壮水养阴之法，主张“和治”、“缓
治”，师古而不泥，常以平淡之法而获效。
［关键词］ 费伯雄；和缓醇正；医学主张

  “和缓醇正”是清末费伯雄医学主张的核心，主
要是针对当时一些医家为邀射名利，一味在处方用
药上趋奇立异，而不注重分析病情、辨证论治的医风

而提出的。
费伯雄指出：“医学至今芜杂已极，医家病家目

不睹先正典型，群相率而喜新厌故，流毒安有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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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正之法，惟有执简驭繁，明白指示，庶几后学一归
醇正，不惑殊趋。”［1］所谓“醇”者，他认为“在义理之
的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2］，主张“毒药治病去其
五，良药治病去其七”［1］，这样归醇纠偏，才能达到机
体的平衡。 所谓“和缓”，认为“疾病常有，怪病罕逢，
唯能知常，方能知变”，“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
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1］。

费伯雄认为，医和、医缓本是古代医学家，名为
和、缓实则代表了一种平和务实、去除急功近利的思
想作风，“和”则无猛峻之剂，“缓”则无急功之功。 费
伯雄指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
极，乃为神奇；否则眩异标新，用违其度，欲求近效，
反速危亡，不和不缓故也”［1］。 这种观点蕴涵着深刻
的哲理，疾病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治疗过程也得遵
循客观实际，讲究实事求是。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违
背自然规律，一味追求新奇，往往事与愿违，加速危
亡。 故临证强调“一归醇正，不惑殊趋”，主张以平淡
之法获神圣奇之效，最擅运用“轻可去实”之法，处方
用药以轻灵见长，真正达到了醇正不杂之境界。

纵观费伯雄《医醇 义》《医方论》等著作，无不
贯穿着醇、正、和、缓四字。 如曾治无锡顾某，症见中
脘不舒，饮食减少，脉象左关甚弦，乃肝气犯胃之证。
前医竟以大承气减量治之，所谓“重药轻投”，却罔
效。费伯雄分析，盖仲景三承气汤，属斩关夺门之法，
可救人于危急存亡之秋，但绝不可随便施用于寻常
之症。 本案仅为脾胃不和之小恙，但由于前医是“身
负重名”之辈，如果使用寻常之法，就不能突出其名
望，于是乎小题大做，以自我炫耀，结果事与愿违。费
伯雄投以自制的抑木和中汤，药用：蒺藜四钱，郁金
二钱，青皮一钱，陈皮一钱，（ 炒） 茅术一钱，厚朴一
钱，当归二钱，茯苓二钱，白术一钱，木香五分，砂仁
一钱，佛手五分，白檀香五分，抑肝理气和胃，用药平
淡、和缓、轻灵，三剂即愈。遂慨叹：“医家敢于以药试
人，病家亦甘于以身试药，此风日起，流毒无穷。予故
不惮烦言，谆谆辩论，以为厌故喜新者之明戒！”［3］

费伯雄强调醇正和缓，亦是为了保护正气，这从
他治疗痹证的特色即可见一斑。 如治风痹，认为“当
以养血为第一，通络次之，祛风又次之”，“若不补血
而先事搜风，木愈燥而筋益拘挛，殊非治法”，并再三
强调“先用大剂补血祛风，后即加入参、苓、白术以补
气分，营卫平调，方无偏胜之患”［4］，故自制温经养荣
汤，方以鹿筋、枸杞子为主药，合当归、白芍、生地黄、

熟地黄养阴血，桂枝、生姜、大枣调营卫，续断、独活、
秦艽、桑枝、木瓜、甜瓜子搜风通络，再加木香以调
气。从药味和剂量看，扶正药占绝对优势。再如治痛
痹，自制龙火汤，用鹿角霜、肉苁蓉、肉桂等温养龙
火，再以党参、白术、茯苓补气，当归、白芍养血，生
姜、大枣、木香调营卫不在散寒之气，而在于调养气
血，温通经络。治着痹，自制立极汤，以附子、莪术、补
骨脂及党参、白术、茯苓、薏苡仁等补土扶阳气以胜
湿，续断、杜仲等补肝肾，强筋骨，当归、独活、牛膝、
生姜、大枣等利血脉和营卫。显然费伯雄治痹侧重扶
正气，风痹养血，痛痹温阳，著痹补土扶阳，而祛风、
散寒、除湿之品却寥寥无几，用药十分轻少，充分体
现了和法缓治以护正气为本的学术思想。

再如费伯雄治遗精，以（炙） 五倍子，研末，掺膏
药中，敷脐，二三日一换，用之即愈。 治久痢脱肛，脾
有积湿，营血久亏，拟扶土和荣治之，先后选用：当归
二钱，枳壳一钱，青皮、陈皮各一钱，木香五分，砂仁
一钱，乌药一钱，荞饼四钱，车前子三钱，荷叶炭五
分，潞党参三钱，连皮、茯苓四钱，（制） 附片五分，生
薏苡仁、熟薏苡仁各三钱等，两诊即愈。治 瘕已久，
拟消散和荣法，药用全当归二钱，大丹参二钱，香附
二钱，红花八分，乌药一钱，橘核一钱，延胡索一钱
半，川楝子二钱，枳壳一钱，木香五分，砂仁一钱，陈
皮一钱，川椒目二十粒，降香五分，两诊 块即松软。
治疗吐血、便血、咯血等危重之证，治法仍宗和缓平
淡之旨，每味用量最小三分，最大不过四钱，但疗效
显著，确实达到了“平淡之极，乃为神奇”之意境。

值得一提的是，费伯雄也明确指出：“和缓醇正”
并不是让医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味小心谨慎，
如他认为“仲景三承气汤颇为峻猛，而能救人于存亡
危急之时，其峻也正其醇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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